



































































































































































































































































































































































































































































































































































































, 19 9 8 (6 )
。
º 陈振明 : 《非市场缺陷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
《中国社会科学》

































































































































































































































































































































































































































































































































































































































































































































































































潮 出现在 80 年代的中后期
,



























































































































































































































在 1 9 9 8 年以财政手段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手段
,
而财政投资的方向主要集中在基础产业与基
础设施的建设上
;
其二
,
中央政府的这一政策与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目标取向基本一致
,
因
而这一政策的作用得到了放大
。
这是因为在买方市场压力下
,
一些地区的企业处于经营困境
,
经济效益低下
,
调整产业结构的难度也相应加大
。
在社会稳定目标制约下
,
地方政府不愿承
担或无力承担因结构调整可能带来的风险
,
转而更倾向于用增量的方式来发展本地经济
。
一
些地方政府虽然财力不断减弱
,
但可以通过两条途径来扩张 自己的投资能力
:
一条途径是同
上级政府讨价还价
,
争取上级政府乃至中央政府的财政支持
; 另一条途径是以地方财政担保
,
向银行贷款
。
而 自银行商业化改革之后
,
从资产的安全性和效益性的角度考虑
,
往往更愿意
向由地方财政担保的投资项 目
,
主要是基础设施项 目放款
。
基础设施项 目在一些地方已经成
为一届政府在其任期内代表政绩的
“
形象工程
” 。
值得注意的是
,
基础产业
、
基础设施在
“
九
·
五
”
期间得到了出乎意料之外的倾斜发展
,
虽然为中国经济今后的发展提供了必需的基础
保证
,
增强了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后劲
。
但是
,
它也必然会产生一些副作用
,
例如
,
在现阶
段
,
由于资源配置过度地集中在基础产业与基础设施领域
,
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将延缓产业结
构尤其是工业结构整体素质的提高
。
总之
,
由于政府行为
、
企业行为与市场活动各自均受不同条件的制约
,
其释放的功能对
产业结构或产业组织会产生不同的指向
,
从而产业政策会产生不同的实际效果
。
在我国政府
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中
,
就三者之间的关系而言
,
企业是政府行为与市场活动两种作用的共
同承受对象
,
是一种
“
受动
”
的活动主体
,
因而可以被排除在我们所讨论的问题之外
。
至于
政府行为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
则是处在一种难以确定的状态中
。
这是因为无论作为弥补或修
正
“
市场失败
”
的手段
,
还是实现经济赶超战略的行为
,
产业政策 的目标指向都很难与市场
活动的取向相吻合
。
象八十年代初期那样
,
处在卖方市场状态的市场活动取向与政府调整产
业结构政策的目标指向相藕合的现象
,
只能是一种特例
,
一种特定时期的特殊现象
,
不能当
作常态来认识
。
因此
,
上文所指的关于
“
产业政策作用效果取决于政府行为与市场活动取向
间的藕合程度
”
的判断
,
严格来说
,
是不确切的
。
而更具有实际意义的判断应该是
:
(l) 当
中央政府制定的某项产业政策所包含的资源配置与利益再分配的功能指向与地方政府的经济
发展 目标基本一致时
,
其实际的效果可能最大化
。
但这一实际效果却有可能以抑制甚至干扰
市场机制的功能为代价的
; (2) 当中央政府制定的某项产业政策的作用指向与地方政府的经
济发展目标不相一致时
,
这项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可能最小
,
甚至没有效果
。
而它与市场功
能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
,
或者会破坏市场机制的作用
,
或者会维护市场功能的发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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